中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马淑燕1,2，赵祚翔1，许欣3，王丽1,2
（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本文以我国东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28家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和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基于2012—2019年的高新区创新投入和产出面板数据，测算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较高。分区域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最高，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次之，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最低；从时间序列上看，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大致呈“W”型波动上升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大致呈“U”型下降趋势；从城市群内部比较看，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表现出较大的内部发展差距，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创新主体、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劳动者素质、对外开放五大因素对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都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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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28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eastern China’s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taken as research objects. Entropy method and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model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panel data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es from 2012 to 2017,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relatively high. The averag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group i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y group,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group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s the lo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series,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es shows a w-shaped fluctuation development and an overall trend of improvement.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es shows a U-shaped change and an overall trend of decline. In additi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ws a large internal development gap, but the gap shows a narrowing trend. The innovation subject, enterprise scale, profit scale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footnoteRef:1] [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化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与治理模式研究”（E0029511）；中国科学院院长青年基金项目“区域创新创业评价设计与创新发展指数测算”（E0X3811Q）] 

world all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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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由于创新活动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技术-经济-政治现象，创新网络由复杂、非线性和动态的知识创造、传播和使用过程驱动[1-2]，使得创新产出与投入并非等比例增长，这意味着一味强调创新要素的投入可能导致创新资源的浪费。创新效率是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的有效经济量的转化效率，如果提高创新效率，在一定的投入水平下等于增加创新产出，或在一定的产出条件下，等于节省创新要素投入[3]。因此，创新效率可以更好地体现区域创新水平和质量。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前，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应重视创新要素的投入，更应重视提高创新效率。本文关注创新效率的测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高新区），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并在区域创新发展中承担着“增长极”的功能[4]。2018年，我国共有169家国家高新区，园区GDP总额约占全国的12.3%，发明专利授权量约占全国的35.4%。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不仅影响园区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影响区域创新发展。城市群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东部沿海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也是国家高新区集聚发展的区域。2018年，三大城市群共拥有39家国家高新区，占全部国家高新区的23.1%，其中7家综合排名在全国前十，22家综合排名在全国前五十。因此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进行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测度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揭示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差异特征，对优化提升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促进三大城市群加快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技术效率的概念最早由Farrell[5]提出和应用，他认为一个经济单元如果在给定投入下，不能获得最大可能性产出，则是技术无效的。随着全球对创新的愈加重视和创新投入的不断增长，创新活动的效率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从研究对象来看，许多国内外学者从国家、地区、行业等宏观中观层面开展了创新效率的研究。例如，白俊红[6]利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研究了中国区域研发创新效率，并考察了区域创新系统内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等主体要素及其联结关系对创新效率的影响；Giedre等[7]运用DEA方法，对欧盟东部和中部地区创新系统效率水平进行了评价；Ana等[8]利用欧洲206个地区的数据，运用随机生产前沿方法，证实了区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肖文等[9]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重点考察了政府支持和研发管理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夏海力等[10]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了苏州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并分析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果。同时，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微观层面的创新效率越来越受到关注。如，Ila等[11]利用DEA方法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了股票市场收益和相对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Michael[12]基于对德国企业和公共研发部门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导致创新系统效率差异的因素；池仁勇[13]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浙江省大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得出企业技术创新方式、内部职能部门的协调性对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李柏洲等[14]运用PP-SFA方法测度了中国科学院12所分院的价值创造效率。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创新效率的测算已经深入到多个层面和多类型创新主体，成为学者们衡量创新活动水平和能力的重要工具。
在城市群层面，许多学者对城市群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城市群创新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姚先国等[15]运用DEA方法测度了1999—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并分析了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孙振清等[16]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考察了政府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盛彦文等[17]以中国东部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外商投资、政府支持、劳动力素质等7个方面的因素，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定量分析了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徐林[18]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
随着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其创新效率也受到更多关注。不同学者分别从全国、地区、省市等多个层面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谢子远[19]利用DEA方法对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进行考察，并分析了投入强度、创新服务、创新环境、产业集群、高新区规模等5方面的影响因素；周姣[20]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54家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进行测度，重点考察了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劳动者素质及区位因素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沙德春等[21]利用DEA方法对我国中部六省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进行考察，得出中部六省国家级高新区整体的综合效率较低；徐伟等[22]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法，基于我国6大城市群高新区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高新区创新效率；张立峰等[23]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京津冀7家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曾武佳等[24]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103个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资本集聚、企业集聚、人才集聚、产业集聚程度则是造成高新区创新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已有创新效率的研究一方面侧重创新效率的测度，主要测算方法有非参数方法和参数方法，二者分别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为代表。其中，DEA模型在处理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效率测度上具有优势，但是传统DEA模型无法剥离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SFA模型采用计量方法对前沿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有更为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对生产过程进行描述，使创新效率估计得到控制，同时SFA方法不仅可以测算每个个体的技术效率，而且可以定量分析各种相关因素对个体效率差异的具体影响[6]，因此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侧重考察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开放水平等因素被许多学者认为对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上述研究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测度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利用SFA模型测度高新区创新效率的研究，基本都使用了高新区技术收入或营业收入单一指标作为创新产出变量。实际上，高新区的创新产出包含多种指标，不同指标反映的园区创新产出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一产出指标可能不足以真实地反映高新区创新产出水平，导致得到的创新效率评价结果可能存在误差；二是在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测度时，尚无以东部城市群为研究区域的文献。仅有的一篇考察城市群高新区创新效率的文章未能包含珠三角城市群，而东部三大城市群是我国最发达的城市群，并且其国家高新区多为创新资源富集的园区，进行三大城市群高新区创新效率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Hlk52565425]本文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情况做进一步考察。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两个贡献：一是利用SFA模型时，创新产出变量使用了当年专利申请授权数、技术收入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三个指标的合成值，而非以往文献中通常采用的园区技术收入或营业收入，弱化了单个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国家高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问题，以使创新效率评价结果更准确。二是以中国东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考察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研究的区域尺度。通对过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比较研究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揭示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发展特征，为优化提升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提供参考，有利于促进三大城市群加快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熵值法
熵值法作为一种多指标综合评价的重要方法，可以通过实际数据得到指标的最优权重，并能够较为深刻地反映指标信息熵的效用价值，较菲尔普斯法和层次分析法具有更高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可以有效避免由主观因素导致的偏差[25-26]。本文借鉴李金滟等[26]在研究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时的做法，运用熵值法对国家高新区创新产出进行测度评价，从而得到园区的综合创新产出值。
2.1.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
根据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基本原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具有形式灵活、对技术没有限定、包容性强等特点[27-28]，因此本文选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
                               （2）
                             （3）
公式（1）中，代表国家高新区在年的创新产出，、分别代表国家高新区和时间；代表R&D经费支出、代表R&D人员数，为截距项，、、、为待估参数，其中，、表示R&D经费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的产出弹性。为复合结构的误差项，和相互独立，服从正态分布，为随机扰动项，且独立于第二部分，是技术无效率项，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考虑到在实际的科技创新活动中，创新资源的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时间滞后性，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将滞后时间设定为一年。
公式（2）中，表示国家高新区在年的创新效率水平。介于0和1之间，当=1，表示技术效率有效；越接近0，表示技术效率损失越大。
公式（3）中，待估参数，用来检验模型的合理性。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说明无效率项在生产单元与前沿面的偏差中占主要成分，此时使用SFA模型就是合适的，当越接近0，说明随机误差是主要成分，此时不宜运用SFA模型。
对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差异，本文从高新区创新主体、平均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劳动者素质、对外开放5个方面因素考察，在下文指标选取部分将详细说明各影响因素，将无效率函数设定为：

（4）
式（4）中，为随机误差项，、、、、分别代表影响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因素：高新区创新主体、平均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劳动者素质、对外开放，为常数项，、、、、为各个因素技术无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该项因素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负，说明该项因素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指标选取
构建合理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体系是有效测度创新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梳理了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相关研究，将具有代表性研究成果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归纳，详见表1。结合相关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构建了高新区创新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在创新投入方面，从创新资本投入、创新人力投入两个维度构建投入指标，分别用R&D经费支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表征，其中R&D经费支出反映国家高新区对研发和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及资金投入能力，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反映国家高新区创新人才资源集聚能力；在创新产出方面，从创新知识产出、经济成效两个维度构建指标，创新知识产出用当年专利申请授权数表征，反映国家高新区知识产出和自主创新的能力；经济成效用技术收入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两个指标表征，技术收入反映国家高新区企业科技创新的直接产出能力，新产品销售收入反映国家高新区将知识转化为商品的能力。三个产出指标通过熵值法形成综合产出指标。
结合对创新影响因素分析的现有研究[19,20,23,31]，本文从创新主体、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劳动者素质、对外开放5个因素分析，分别用园区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高新区工业总产值与企业个数之比、高新区企业净利润与总收入之比、本科以上人数占从业人数比例、高新区当年出口总额表征。在创新主体指标的设计上，将高企作为测度创新效率的投入指标进行分析，原因在于高企是国家高新区从事创新活动的主要力量，相对于普通中小企业，高企对创新资源利用和创新产出能力更强，高企越多，越有利于高新区的创新活动。对于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劳动者素质、对外开放四个因素，已有较多研究使用并进行论述[19,20,23,31]，这里不再赘述。
表1  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相关研究投入产出指标
	[bookmark: _Hlk48230610]代表研究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谢子远[19]
	年末资产、R&D费用、科技活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数、中高级职称人员数
	高新区GDP、技术收入

	周姣等[20]
	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数量
	技术收入

	张立峰等[22]
	研发经费支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
	产品销售收入

	徐伟等[23]
	高新技术企业数、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发明专利授权数、技术收入、出口创汇

	沙德春、胡鑫慧[21]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高新技术企业数
	净利润、出口总额、技术收入、上缴税费

	刘满风、李圣宏[29]
	科研活动人员、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年末固定资产
	工业总产值、出口创汇、技术性收入

	王飞航、李友顺[30]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企业数
	产品销售收入、技术收入、出口创汇



2.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52550343]本文研究范围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研究对象为三大城市群内的国家高新区。由于高新区近年来常有新晋升园区，主管单位科技部火炬中心从2011年开始开展了相对稳定的园区统计工作，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统计数据的时间连续性，我们选取了2011年之前在选定城市群中获批成立的28家国家高新区，考察时间为2012—2019年。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包含中关村、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和燕郊国家高新区6家，长三角城市群包含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苏州、合肥、杭州、南京、宁波、常州、无锡、芜湖、昆山、泰州和绍兴国家高新区13家，珠三角城市群包含现有的全部国家高新区9家。文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2—2018）《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以及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国家高新区统计调查数据。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和由此产生的对分析结果影响，进行效率分析之前，对于每一年的数据依次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  结果分析
基于三大城市群28家国家高新区的数据，本文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效率影响函数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从估计结果来看，28家国家高新区的和值均显著不为0，表明对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FA模型估计具有合理性，无效率项对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差异具有显著影响。
表2  我国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值

	
	-0.238***
	-0.084 
	2.852 

	
	0.840***
	0.162 
	5.195 

	
	0.102 
	0.174 
	0.586 

	
	-0.008 
	0.030 
	-0.261 

	
	-0.038*
	0.025 
	-1.556 

	
	0.091**
	0.050 
	1.804 

	
	1.838***
	0.327 
	5.615 

	
	-3.730**
	1.548 
	-2.410 

	
	-1.554**
	0.743 
	-2.093 

	
	-1.715***
	0.690 
	-2.487 

	
	-0.207 
	0.695 
	-0.297 

	
	-4.640***
	1.195 
	-3.882 

	
	0.912***
	0.108 
	8.448 

	
	0.936***
	0.023 
	40.754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10%、5%和1%下显著
3.1  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综合分析
[bookmark: _Hlk52962410]整体来看（见表3），三大城市群28家国家高新区2013—2019年的平均创新效率为0.639，其中，23家国家高新区的平均创新效率在0.500以上，占比82.1%，20家国家高新区在0.600以上，占比71.4%，说明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整体较高。从时间序列来看，28家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从2013年至2019年呈现波动发展趋势，在0.560~0.669范围内变化，整体变化不大，2012年为0.667，之后略有下降，2015年回升到0.669，之后又有所下降，2018年再次回升到0.667，说明近年来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增速不高，提升相对缓慢。
从具体国家高新区层面来看，中关村国家自创区平均创新效率最高，为0.935，燕郊国家高新区最低，为0.052，前者约为后者的18倍，可见国家高新区之间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创新效率较低的国家高新区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足，需要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为分析各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我们将各国家高新区2013年的创新效率与2019年的分别进行对比，发现有12家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表现为提升，包括燕郊、绍兴、东莞、珠海、肇庆、泰州、上海张江、中山、宁波、佛山、苏州、中关村；16家表现为降低，包括广州、常州、芜湖、昆山、天津、合肥、杭州、惠州、南京、无锡、深圳、苏州工业园、唐山、保定、江门、石家庄，说明考察期内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没有变得更好。
表3  2013—2019年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
	排名
	高新区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1
	中关村
	0.934
	0.938
	0.936
	0.936
	0.934
	0.933
	0.936
	0.935

	2
	上海张江
	0.824
	0.885
	0.900
	0.870
	0.865
	0.903
	0.924
	0.881

	3
	惠州
	0.906
	0.905
	0.908
	0.927
	0.832
	0.863
	0.805
	0.878

	4
	合肥
	0.888
	0.906
	0.834
	0.833
	0.872
	0.843
	0.824
	0.857

	5
	深圳
	0.931
	0.801
	0.848
	0.815
	0.682
	0.840
	0.768
	0.812

	6
	广州
	0.839
	0.883
	0.864
	0.759
	0.713
	0.797
	0.824
	0.811

	7
	苏州
	0.828
	0.825
	0.733
	0.800
	0.715
	0.798
	0.853
	0.793

	8
	宁波
	0.804
	0.764
	0.823
	0.788
	0.681
	0.827
	0.858
	0.792

	9
	东莞
	0.558
	0.708
	0.711
	0.834
	0.859
	0.901
	0.920
	0.785

	10
	南京
	0.832
	0.782
	0.768
	0.801
	0.736
	0.696
	0.709
	0.761

	11
	佛山
	0.829
	0.731
	0.756
	0.752
	0.666
	0.633
	0.872
	0.748

	12
	杭州
	0.782
	0.765
	0.691
	0.773
	0.676
	0.767
	0.714
	0.738

	13
	无锡
	0.916
	0.883
	0.758
	0.697
	0.561
	0.527
	0.777
	0.731

	14
	常州
	0.654
	0.668
	0.803
	0.870
	0.634
	0.738
	0.629
	0.714

	15
	天津
	0.677
	0.828
	0.677
	0.671
	0.384
	0.710
	0.634
	0.654

	16
	昆山
	0.758
	0.438
	0.385
	0.804
	0.713
	0.686
	0.709
	0.642

	17
	保定
	0.718
	0.637
	0.580
	0.724
	0.482
	0.721
	0.565
	0.632

	18
	苏州工业园
	0.745
	0.798
	0.598
	0.638
	0.478
	0.522
	0.597
	0.625

	19
	珠海
	0.508
	0.631
	0.518
	0.639
	0.609
	0.721
	0.730
	0.622

	20
	芜湖
	0.593
	0.596
	0.570
	0.724
	0.561
	0.596
	0.561
	0.600

	21
	中山
	0.677
	0.588
	0.296
	0.657
	0.316
	0.476
	0.745
	0.536

	22
	江门
	0.735
	0.284
	0.641
	0.426
	0.511
	0.567
	0.475
	0.520

	23
	石家庄
	0.720
	0.555
	0.540
	0.407
	0.376
	0.488
	0.428
	0.502

	24
	绍兴
	0.132
	0.234
	0.160
	0.851
	0.220
	0.906
	0.824
	0.475

	25
	肇庆
	0.225
	0.363
	0.507
	0.346
	0.222
	0.284
	0.266
	0.316

	26
	唐山
	0.458
	0.298
	0.272
	0.210
	0.174
	0.253
	0.363
	0.290

	27
	泰州
	0.209
	0.098
	0.126
	0.121
	0.179
	0.230
	0.244
	0.173

	28
	燕郊
	0.007
	0.063
	0.034
	0.048
	0.038
	0.045
	0.130
	0.052

	平均值
	
	0.667
	0.638
	0.616
	0.669
	0.560
	0.653
	0.667
	0.639



为进一步分析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变化特征，将28家国家高新区2013年至2019年的平均创新效率划分为5个类型，分别是低效率（0~0.200）、中低效率（0.201~0.400），中效率（0.401~0.600），中高效率（0.601~0.800）和高效率（0.801~1），从表4可以看出：
（1）属于高效率的国家高新区有6家，占比21.4%，分别是中关村、上海张江、惠州、合肥、深圳、广州。这一结果与6家国家高新区的综合实力也非常符合，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合肥、深圳和广州国家高新区，都是被科技部火炬中心纳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序列的国家高新区，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2019年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分别位列第1、第3、第6、第2、第7。值得注意的是，惠州国家高新区2019年的综合排名36，但是平均创新效率排在了第2位，说明惠州高新区创新投入规模和产出匹配较为合理，创新投入资源利用比较充分。
（2）属于中高效率的国家高新区有13家，占比为46.4%，分别为苏州、宁波、东莞、南京、佛山、杭州、无锡、常州、天津、昆山、保定、苏州工业园、珠海。其中杭州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也属于被科技部火炬中心纳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序列的国家高新区，但是创新效率值分别为0.738、0.625，排名分别在12位和18位，与中关村、上海张江等的创新效率差距较大，说明两家高新区的创新投入产出不高，创新投入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优化。
（3）属于中效率的国家高新区有5家，占比为17.9%，分别为芜湖、中山、江门、石家庄、绍兴。
（4）属于中低效率的国家高新区有2家，占比7.1%，分别为肇庆、唐山，这两家国家高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较低，2019年在全国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都在100名之后，需要通过加快提升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推动发展。
（5）属于低效率的国家高新区有2家，占比7.1%，分别为泰州、燕郊。泰州国家高新区2019年在全国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75，创新效率值为0.173，与自身发展实力较不匹配，说明泰州高新区创新资源配置有待加快优化、创新效率有待加快提升；燕郊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值为0.052，与燕郊国家高新区创新资源集聚不足、创新投入低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以中高以上效率类型为主，占比67.9%，但是也存在创新低效率和中低效率类型，合计占比14.2%，创新效率不高的国家高新区需要积极利用三大城市群的区位和创新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创新资源集聚和优化配置能力。
表4 2013—2019年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结构
	效率
	国家高新区
	数量
	占比

	高效率（0.801~1）
	中关村、上海张江、惠州、合肥、深圳、广州
	6
	21.4%

	中高效率（0.601~0.800）
	苏州、宁波、东莞、南京、佛山、杭州、无锡、常州、天津、昆山、保定、苏州工业园、珠海
	13
	46.4%

	中效率（0.401~0.600）
	芜湖、中山、江门、石家庄、绍兴
	5
	17.9%

	中低效率（0.201~0.400）
	肇庆、唐山
	2
	7.1%

	低效率（0~0.200）
	泰州、燕郊
	2
	7.1%



3.2  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对比分析
3.2.1  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横向比较
对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进行横向比较，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最高，为0.676，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次之，为0.670，二者差距不大，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最低，为0.511，且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差距较大。从不同年份的横向对比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一直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偏低，特别是唐山和燕郊高新区创新效率一直较低，拉低了整个城市群高新区的创新效率。
从时间序列来看，由图1，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变化大致呈“U”型，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至2017年不断下滑，2017年之后有所回升，但2019年平均创新效率值低于2012年，说明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对创新资源投入和产出收益忽视，科技成果转化不足。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大致呈“W”型波动发展，整体上呈现提升趋势，2013年至2016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16年出现一个峰值，之后至2018年继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说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表现不太稳定，但整体向好。

图1 2013—2019年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变化图
从创新效率结构看（图2），从2013年到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结构表现出“中高效率国家高新区明显减少、中效率和中低效率国家高新区增加”的特征，由原来包含4种创新效率类型变为包含5种，且中高效率和高效率国家高新区比重明显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短板效应”明显，创新效率差异在增大。长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结构表现出“中高效率和中效率国家高新区增加、高效率和低效率国家高新区减少”的特征，且低效率高新区数量减少为0，城市群内部创新效率差异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结构表现出“中高效率国家高新区增加、中效率国家高新区减少”的特征，创新效率结构进一步优化。

图2  2013与2019年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结构对比图
3.2.2  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内部比较
对京津冀城市群，从内部差距来看，2013年创新效率最高和最低的国家高新区分别为中关村、燕郊，两者创新效率的差距分别为0.927，2019年最高和最低的仍为中关村、燕郊，差距缩小为0.805，2013—2019年所有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最大差距为0.883。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关村和燕郊两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表现为提升，石家庄、天津、保定、唐山四家高新区都有所下降，特别是石家庄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由2013年的0.720下滑为2019年的0.428，说明石家庄国家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创新效率，科技创新投入配置和利用科学性、合理性有待加强。
对长三角城市群，从内部差距来看，2013年创新效率最高和最低的国家高新区分别为无锡、绍兴，两者创新效率的差距为0.783，2019年创新效率最高和最低的变为上海张江、泰州，创新效率差距缩小为0.680，2013—2019年所有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最大差距为0.709。从时间序列来看，上海张江、宁波、苏州、泰州和绍兴5家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表现为提升，特别是绍兴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由2013年的0.132提升为2019年的0.824，年均增速35.7%，说明近年来绍兴国家高新区在加快集聚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不断优化创新资源投入，研发创新产出增加。苏州工业园、合肥、杭州等8家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
对珠三角城市群，从内部差距来看，2013年创新效率最高和最低的国家高新区分别为深圳、肇庆，两者创新效率的差距为0.706，2019年变为东莞、肇庆，创新效率差距缩小为0.654，2013—2019年所有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最大差距为0.562。从时间序列来看，东莞、珠海、佛山、中山和肇庆5家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表现为提升，其中东莞松山湖国家高新区年均增速8.7%，说明东莞松山湖国家高新区近年来不断加强创新资源集聚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创新产出效益不断提高。深圳、广州、惠州和江门4家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有所下滑，其中江门国家高新区下滑较大，由2013年的0.735下降为2019年的0.475，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创新投入和产出效益。
综合来看（图3），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表现出较大的内部发展差距，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差距最大，长三角次之，珠三角差距相对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差距都呈现缩小趋势。

图3  2013—2019年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最大差距对比图
3.3  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由模型运行结果来看（见表2），创新主体、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对外开放四大因素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者素质因素虽然不显著，也显示出对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
（1）创新主体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高新技术企业显著促进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可以衡量高新区市场活力和创新活力，一方面，高企数量多表明园区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建设良好，创新氛围浓厚；另一方面，高企是集聚高端创新研发人才和吸引研发资金的重要载体，有力促进和推动国家高新区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成果产出。对创新效率低的国家高新区，大力培育和发展高企是提升园区创新效率的重要措施。
（2）园区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尽管一些研究认为大规模企业具有较高的市场氛围，容易忽视技术研发投入[29]。但从高新区内大型企业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科技龙头企业正在持续加大对创新研发的投入力度。也有研究中指出，企业规模与新产品研发创新效率之间可能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31]，而本文的结果可能正反映出目前多数国家高新区的企业规模仍处于规模增大对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的阶段，提升企业规模在此阶段仍可以促进高新区创新效率提升。
（3）利润规模对创新效率有显著影响。利润规模可以反映高新区的整体盈利能力，利润规模越大，说明园区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实力通过政策手段支撑和推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如加大投入吸引高端创新资源、对创新研发提供专项资金补助、改善园区创新生态环境等。
（4）劳动者素质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显著。一般说来，劳动者素质越高，对创新资源的运用能力及创新产出效率越高，能有效促进地区创新效率提升。模型对劳动者素质估计的结果不显著，可能与一些国家高新区本科以上人数占从业人数比例较低有关。近年来，许多国家高新区都把高素质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重点支撑，通过完善人才支持奖励政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才服务能力等加快集聚人才。随着国家高新区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园区更好利用创新资源，进一步提升创新效率。
（5）对外开放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外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出口总额反映了国家高新区对外开放水平，出口总额越大，园区开放程度越高，有利于与先进地区加强创新交流和合作，引入国际化人才、一流技术、创新知识、先进生产和管理经验等，进而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4  结论和建议
4.1  主要结论
（1）整体来看，2013—2019年三大城市群28家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较高，且呈现波动变化趋势，但创新效率增速不高，仍有较大优化提升空间。从创新效率结构上看，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以中高以上效率类型为主，占比67.9%，但是也存在创新低效率和中低效率类型，合计占比14.2%，创新效率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2）从横向比较结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最高，为0.676，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次之，为0.670，二者差距不大，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整体偏低；从时间序列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大致呈U型，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大致呈W型波动发展，整体上呈现提升趋势；对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结构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中高效率国家高新区增多，创新效率结构不断优化，而京津冀城市群中高效率国家高新区减少、中效率和中低效率国家高新区增多。从内部比较来看，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具有较大的内部发展差距，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差距最大，长三角次之，珠三角差距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变化，三大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差距都呈现缩小趋势。
（3）从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分析看，创新主体、企业规模、利润规模、对外开放四大因素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者素质因素也显示了积极影响。国家高新区在发展中应加强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主体，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提升创新效率，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做大规模和提升盈利能力。园区也应进一步集聚高素质人才和加大开放力度，促进园区创新能力提升。
4.2  政策建议
为加快提升城市群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水平，文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因地制宜。国家高新区管理和指导部门要提倡和鼓励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新区实施差别化的政策评价体系，明确地方创新政策的着力点，注重政策实施效果。对于创新效率较低且创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高新区，首先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加大优质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度，同时科学合理地进行优势产业布局。尽量在原有科技资源和产业基础上，打造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优质产业，避免产业规划的盲目跟风，重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对创新效率较高的高新区，需要继续重视创新效率的优化提升，加强与周边国家高新区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知识的外溢效应，加快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
（2）完善高成长性创新主体的培育机制。基于高新技术企业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带动作用，高新区应该加快建设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和补贴力度，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加快形成创新型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多层次发展格局，推动区域创新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3）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高新区应持续优化人才管理制度，推行异地研发、本地应用等柔性化人才引进方式；通过设立对高层次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不断深化和改革人才管理方式。尤其在人员激励方面，应该突出知识价值导向，推动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进一步放松股权奖励机制的条件，充分调动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4）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高新区应完善出口政策，充分开放进口，加大与国外高端创新资源的合作力度，鼓励区内企业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加强与国际一流技术转移中心、跨国技术服务机构的服务链接，探索搭建国际创新合作交流平台；支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技术出口、技术合作和拓展项目，推动高新区形成开放创新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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